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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ODIAC 公布的 2000—2018 年全球碳排放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

碳排放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并开展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经

历了“先增后减”但整体呈现增长的变化趋势，其中 2015 年为重要拐点；从不同功能分区来看，七大分区碳排放

占比相对稳定，增长区主要集中在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镇群和信江河谷城市群；且 2005—2018 年间，环鄱阳

湖生态城市群大部分地区碳排放强度均呈现明显下降。此外，研究发现，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

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的局部自相关，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整体由 2000年的无明显中心点逐渐向“一主+三

副”的中心空间分布格局转换。人口增长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变化影响显著，且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和产

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分布呈现明显的交互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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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发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显现，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生态三

者的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甚至直接威胁人类生存
[1]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1988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管理与可能对策的评估[2]。

1992 年，150 多个国家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旨在通过制定差别化的碳减排义务与任务，

推动各国尤其是碳排放大国做好减排措施[3-4]。1997 年和 2007 年分别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协定书》在发达国家

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5]。可见，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然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经济增长

与环境保护调整的重要挑战。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

中国连续 17 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量和能源消费增长的榜首。2017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23.20%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

33.60%[6]。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高能耗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引发了资源耗竭、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这都将制约着中国社

会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针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核算体系、特征分析、分异格局刻画、驱动机制等主题上[7-17]。值得

一提的是，受数据来源限制，当前碳排放研究主要聚焦在国家、省域、市域等中宏观尺度上，而在县域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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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细化减排工作的开展[10-12]。此外，当前中国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对于

中、西部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18]。另外，也有大量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方式探究碳排放时空演变的背后机制。一般而言，人

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被广泛认为是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14-19]

。与此同时，STIRPAT、Kaya、

地理加权回归等大量模型被用于揭示不同要素对碳排放的作用[19]。其中，地理探测器是基于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

的一种新空间分析模型[20-21]。这一模型不仅可以定量分析不同因子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还能分析多因子之间的交织作用，被广

泛用于健康风险、空气污染等领域。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部崛起等战略的不断推进，以鄱阳湖为中心的环鄱阳湖生态城市

群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在加大对能源等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对区域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影

响[19,22]。综上，本文将基于统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深入探究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演变

规律，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测度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风险因子及其交互作用，以期为区域碳减排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1.1研究区概况 

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是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江西省实施规划的重点城市群，主要包括南昌、九江、

景德镇、上饶、鹰潭、宜春等地级市全部行政辖区以及抚州市辖区、东乡县、金溪县、崇仁县，吉安的新干县、峡江县，总面

积为 9.23万平方千米。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常住人口 3232.75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4883.10 亿元，其中二产产值为

71611.20 亿元。2018 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 21984.80 亿元，全省常住人口 4647.60 万人。此外，根据其功能定位，环鄱阳

湖生态城市群可进一步分为新宜萍城镇群、南昌大都市、信江河谷城镇群、九江都市区、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

区、幕阜山—九岭山风景游憩地和其他(南昌大都市联动区)。依据《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2015—2030)》，环鄱阳湖生态城

市群将成为联动“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高地、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聚集区、国家绿色城镇化先行示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山水文化旅游区。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中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 ODIAC 公布的 2000—2018 年全球碳排放栅格数据(http://db.cger.nies.go.jp/dataset/ 

ODIAC/data＿policy.html)。该数据被广泛用于碳排放规律探寻、碳排放模拟与预测等各项研究中，其模拟精度高达 80%以上[23-25]。

上述数据是一个全球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排放数据产品，其数据源主要基于化石燃料数据，并结合区域发电厂数据和卫星观测的

夜间灯光进行分配与修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平台公布的主要是月数据，因而我们所统计的年数据主要是由各个月

的数据合计所得。本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9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江西统计年鉴》及各市、县(区)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2.1空间插值技术 

目前为止，反距离插值(IDM)、克里金(Kriging)、样条函数插值(SPLINE)等多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健康预测、房价分布格

局等领域中。其中，克里金法是依据协方差函数对随机过程/随机场进行空间建模和插值的回归算法。在特定的随机过程中，克

里金法能够给出最优线性无偏估计(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BLUP)，因此在地统计学中也被称为空间最优无偏估计

器(spatial BLUP)[26]。鉴于上述方法能更好地揭示区域碳排放空间分布的格局特征，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这种方法对 2000—2018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 63个县(区)进行插值。与此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对比性，将不同年份的插值结果进行统一化处理，均

分成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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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理(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空间中的事物或现象在空间分布上总是存在某种关联的。为

分析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特征，现引入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I)和局部自相关(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进行系统探索[27-28]。 

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来反映空间关联程度的总体特征，可度量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在整体布局上的空间依

赖和差异程度。具体而言，全局 Moran’sI指数的表达式为[28]： 

 

式中：n为县(区)总数；yi和 yj分别为空间单元和的碳排放量；y为所有地区碳排放量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基于

Rook 邻接关系获得。I 表示全局 Moran’sI 指数，取值范围为[-1,1]，其值为正且越接近 1 时，表示碳排放呈正相关且空间分

布上差异越小，也即碳排放较高(较低)的县(区)在空间上集聚；其值等于 0 时，则表示碳排放呈随机分布(不相关)；若其值为

负且接近-1，则表示该地区与周围地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局部 Moran’sI 指数是全局 Moran’sI 指数的一种分解形式，可具体度量某地区与周围地区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空间差异

程度，计算公式为[28]： 

 

式中：Zi和 Zj为空间单元 i和 j的标准化碳排放；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而言，研究单元可被识别为如下类型：HH(高—

高)、HL(高—低)、LH(低—高)、LL(低—低)和不显著。其中，HH(LL)表示相邻的县(区)间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碳排放较高

(或低)的县(区)具有空间集聚效应；HL(LH)表示相邻的县(区)间具有空间负相关关系，即碳排放较高(低)的县(区)被碳排放较

低(高)的县(区)所包围。 

2.3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由风险、因子、生态和交互探测组成，其核心假设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那

么自变量与因变量在空间分布上应该存在相似性[21,29]。风险探测具体表达为[29]： 

 

式中：i=1,2,…,L为因素 A的分类；N为研究区全部样本数，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的 63个县(区)； 为

指标的方差；q为某指标的空间异质性。一般而言，q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异性越强，反之则空间分布的随机性越强。当 q=0时，

表示研究对象不存在空间异质性；当 q=1时，表示完美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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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进一步了解不同风险因子在影响碳排放空间分布上是否具有交互作用，现采取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功能。具

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五种关系：若 q(A∩B)小于 q(A)和 q(B)，则说明两个因子非线性减弱；若 q(A∩B)介于 q(A)和 q(B)之间，

则说明单因子非线性减弱；若 q(A∩B)大于 q(A)和 q(B)，则说明双因子增强；若 q(A∩B)等于 q(A)和 q(B)之和，则说明两个因

子相互独立；若 q(A∩B)大于 q(A)和 q(B)之和，则说明两个因子非线性增强。 

从区域碳排放内外驱动机制而言，学者们选择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节能技术等多要素展开了

大量探讨[22]。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这三个要素往往会对区域碳排放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人口规模与经

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将会进一步加大消费需求，但同时随着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其能源消耗的公共成本也会降低。

不同产业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将会大于旅游业等。综上，本文主要探讨人

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这三个要素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3 结果分析 

3.1碳排放时序变化规律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由 2000年的 1065.13万吨增长至 2018年的 3593.60万吨，

增长率为 337.39%(图 1)。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

2000—2005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增长迅速，增长率为 104.65%。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

工业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发展迅速，致使 2000—2005 年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增长迅猛。而随着 2006 年中国实施单

位 GDP 能耗公报制度，其分省能耗指标分解、各级政府与企业所签订的节能目标责任书等一系列政策，极大程度改变了“高耗

低值”的产业发展态势，进而降低了碳排放增长速率。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国内工业、商服业等行业也呈现

严重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能源消耗。2010—2015年和 2015—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增长率分别为 16.27%

和-1.04%，较前一阶段(2005—2010 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降低。究其原因，随着经济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理念的不断

提出，加之 2013年逐渐推行的“十二五”能源规划以及早期节能减排政策的持续作用影响，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经济逐渐朝着

低碳经济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碳排放增长速率。此外，尽管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增长速率出现明

显下降趋势，但其碳排放增长趋势并未完全改变。 

 

图 1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量及其增长率变化 

为更清晰地揭示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时序演变规律，现对其不同功能分区(具体包括南昌大都市区、九江都市区、信

江河谷城市群等)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2所示。从时序而言，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市群、其他(南昌大都市联动区)、九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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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地和幕阜山—久岭山风景游憩地等六个区域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快速增长—降速

增长—相对稳定”的变化周期。其中，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市群、信江河谷城市群、九江都市区四个区域变化趋势较为一

致，即快速增长期主要出现在 2000—2010年，降速增长期则主要出现于 2010—2015年，而相对稳定期则主要出现于 2015—2018

年。与上述四个片区不同的是，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地和幕阜山—久岭山风景游憩地碳排放快速增长期为

2000—2005 年，降速增长期在 2005—2015 年，相对稳定期则主要集中于 2015—2018 年。其他(南昌大都市联动区)碳排放则在

2000—2015 年处于低速增长期，而 2015—2018 年也出现了相对稳定。可见，2015 年后，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七大片区碳排放

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体现了系列减排及经济调整政策在不同片区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图 2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七大功能区碳排放变化 

2000—2018 年，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地、九江都市区、新宜萍城镇群和信江河谷城市群碳排放占比均出现

了小幅度下降，下降率分别为 0.21%，-1.08%，-0.03和-1.27%。但整体而言，不同区域碳排放占比仍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碳

排放占比为：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镇群>信江河谷城市群>九江都市区>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地>幕阜山—九岭

山风景游憩地>其他(南昌大都市联动区)。这充分说明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不同片区碳排放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碳排放增长

情况而言，18 年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共计增长 2528.47 吨，其中，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镇群、信江河谷城市群碳

排放增长较为明显，碳排放增长分别为 1023.43吨、497.61吨和 403.07吨。其主要原因是，南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镇群等区

域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由于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使得这些区域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导致其碳排放增长迅速。 

3.2空间分异规律 

利用克里金插值法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进行空间分析，得到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分布图

(图 3)。由图 3可知，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整体由 2000年的无明显中心点逐渐向“一主+三副”的中心空间分布格局转换。

具体而言，2005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主要出现 1 个中心点，即丰城市；2010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出现“一主+

三副”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一主”为丰城市，“三副”为渝水区、余干县、月湖区—贵溪市。而在 2015年和 2018年，“一

主+三副”的格局更加明显，具体体现在中心点范围扩大。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为直接的

关系，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区域碳排放量的增加。就此而言，这也充分证明，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环鄱

阳湖生态城市群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也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对比《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2015—2030)》中的“一核、一

脊、两翼、两区”格局，我们可以发现，所识别的碳排放“一主+三副”中心点分布于“一脊”和“两翼”中。但在“一脊”中

的重要节点——九江市，虽出现了些许高于周围区域的态势，但整体而言，这个“中心点”尚未完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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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空间插值 

通过计算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县级别碳排放的 Moran’sI指数及 P值和 Z值，发现 Moran’sI指数均小于 0，

但 P 值和 Z 值却并未通过检验(表 1)。可见，从县域这一尺度而言，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在 2000—2018 年并未呈现较为

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 

为进一步揭示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空间聚集特征，现基于 Geoda软件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 2)。

研究结果表示，2000—2018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空间上呈现较为明显且稳定的局部自相关特征。2000 年，高高值区仅有 1

个，分布于南昌县；低低值区 2 个，主要分布于修水县和靖安县；高低值区 5 个，主要分布于樟树市、新干县、进贤县、万年

县和浔阳区；并未出现低高值区。与 2000年不同的是，2005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局部自相关格局出现如下变化：①高低值区

主要分布于高安市、樟树市、新干县、崇仁县、进贤县和浔阳区；②高高值区拓展至南昌县和新建区；③低低值区转移至武宁

县和瑞昌县；④低高值区则出现在贵溪县。2010年、2015年、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局部空间自相关格局较为稳定，

无明显变动。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2015 年、2018 年三个时期，区域局部空间自相关格局主要变动集中在：①贵溪县地区

退出高低型；②低低值区转移至修水县和莲花县。 

同时，为更好地了解区域碳排放状况，现对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18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强度(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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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万元)进行空间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整体而言，2005—2018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强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余干

县、丰城县、月湖区、贵溪市等地区；此外，2005—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大部分地区碳排放强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尤其是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西部和中部地区。这充分证明，2005—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系列减排政策较为有效。 

表 1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 Moran’sI 指数 

指数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Moran’sI指数 -0.101 -0.085 -0.099 -0.099 -0.098 

P值 0.113 0.181 0.128 0.132 0.132 

Z值 -1.09 -0.874 -1.060 -1.050 -1.046 

 

表 2 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局部自相关结果 

类型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高高

值区 
南昌县 南昌县、新建区 南昌县、新建区 南昌县、新建区 南昌县、新建区 

高低

值区 

樟树市、新干县、进

贤县、万年县、浔阳

区 

高安市、樟树市、新干

县、崇仁县、进贤县、

浔阳区 

高安市、樟树市、新干

县、崇仁县、进贤县、

浔阳区 

高安市、樟树市、新干

县、崇仁县、进贤县、

浔阳区 

高安市、樟树市、新干

县、崇仁县、进贤县、

浔阳区 

低低

值区 
修水县、靖安县 武宁县、瑞昌县 修水县、莲花县 修水县、莲花县 修水县、莲花县 

低高

值区 
无 贵溪县 无 无 无 

 

3.3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衡量不同因素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分布的影响可通过因子探测来实现，其中 q 值越大，说明该风险因子对碳排放

的影响程度越大。本研究中，主要考虑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这三个因素。此外，鉴于 2000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县

级别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获取较难，因此本次影响因素主要考虑了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18年，见表 3。 

人口规模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影响最大，且这一影响呈现明显增长趋势，q 值从 2005 年的 0.0981 增长至 2018 年

的 0.1650。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还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从时序而言，2005—2015年收入水平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

碳排放虽然呈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呈现明显的削弱趋势；而在 2018年这一作用则呈现明显的增强趋势，q值由 2015年的 0.0265

增长至 2018 年的 0.0613。此外，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还会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在 2005—2018 年间，产业结构影响因

子的 q值由 2005年的 0.0559降低至 2018年的 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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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单位 GDP碳排放量空间分布图 

探测不同影响因子在影响区域碳排放的空间分布方面是否具有交互作用，可借助地理探测器的交互式探测器模块。本文评

估两两驱动因子组合会增加或减少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如若两个风险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大于任意一个单个驱动因素，表明区域

碳排放并不是由单一因子起作用，而是受到不同因子的交互作用。结合因子探测器和交互式探测器的结果(表 4～表 7)，可以看

到 2005—2018年，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非线性增长，即任意两个风险因子的交互作用都大于两

个风险因子作用之和。其中，2005年，人口规模与产业结构的交互因子驱动值最高，为 0.4627；2010年，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

的交互因子驱动值最高，为 0.3705；2015 年，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因子驱动值最高，为 0.3664；2018 年，人口规模与

产业结构的交互因子驱动值最高，为 0.4730。 

表 3 2005—2018年因子探测器结果 

年份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2005 0.0789 0.0559 0.0981 

2010 0.0339 0.0570 0.1160 

2015 0.0265 0.0437 0.1579 

2018 0.0613 0.0411 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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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5年风险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驱动因子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 0.0789 
  

产业结构 0.1678 0.0559 
 

人口规模 0.4191 0.4627 0.0981 

 

表 5 2010年风险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驱动因子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 0.0339 
  

产业结构 0.3401 0.0570 
 

人口规模 0.3705 0.3262 0.1160 

 

表 6 2015年风险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驱动因子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 0.0265 
  

产业结构 0.2688 0.0437 
 

人口规模 0.3664 0.3107 0.1579 

 

表 7 2018年风险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驱动因子 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 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 0.0613 
  

产业结构 0.4411 0.0411 
 

人口规模 0.4384 0.4730 0.1650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重要研究对象，以 2000—2018年为研究时间点，开展了城市群、功能区、县(区)尺度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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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所得结论为： 

(1)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经历了“先增后减”但整体呈现增长的变化趋势，增长率为 337.39%，其中，

重要的转折点是 2015年。2000—2018年，环鄱阳湖碳排放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不同功能区碳排放变化情况来看，南

昌大都市区、新宜萍城市群等六个区域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快速增长—降速增长—相对稳定”的变化周期；其他(南昌大都市

联动区)碳排放则经历了“低速增长—相对稳定”的变化周期，其转折点为 2015年。 

(2)2000—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整体由无明显中心点逐渐向“一主+三副”的中心空间分布格局转换，其中，

“一主”为丰城市，“三副”为渝水区、余干县、月湖区—贵溪市。而“一主+三副”的中心空间分布格局也与当前环鄱阳湖生

态城市群“一脊两翼”相符。从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空间分布格局来看，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并未呈现较为明显的

全局自相关，但却呈现较为明显的局部自相关关系。2010—2018 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局部自相关格局稳定，即高高值区主

要聚集在南昌区和新建区，高低值区主要聚集在高安市、樟树市、新干县、崇仁县、进贤县、浔阳区，低低值区主要聚集在修

水县、莲花县。此外，研究发现，2005—2018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中部和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3)利用地理探测器定量探测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二产占比)对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碳排放的影响。其中，人口

增长是影响区域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且这一作用呈现一定的增强趋势。收入水平和二产占比的增加也是区域碳排放增加的

重要原因，而收入水平对碳排放的作用在 2005—2018 年呈现明显的削弱作用，尤其是 2005—2015 年。同时，人口规模、收入

水平和产业结构这三要素对影响区域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相互增强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需在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基础上，制定差别化减排政策及

目标。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在发展定位、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碳减排政策制定时需更具有针对性。对于南昌大都

市区、新宜萍城市群等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且碳排放规模较大的地区，应更加关注高能耗行业的淘汰与向低能耗的转换。具体而

言，可制定并完善工业、建筑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标准，实施项目碳评估政策。同时，引入高碳行业淘汰与退出制度，建立对

高碳行业低碳化的改造制度。对于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与生态景观游憩地等以旅游业等三产发展为主的区域，未来应注重在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强绿色消费类政策引导。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进一

步加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工程，以增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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